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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藝術之社會性表現 

 

沙武田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員 

 

提要：敦煌佛教藝術，除了表現佛教教義，描繪塑造各種佛經內容，作為信仰主題的朝拜對

象之外，更重要的是它是歷史的產物，所表現的是歷史本身。敦煌藝術是一種大眾化的、人

間化的文化與藝術，來源於生活，而又反作用於生活。因此探討敦煌藝術的社會性顯得意義

非常。本文作者通過對敦煌佛教藝術從「建築藝術」、「雕塑藝術」、「壁畫藝術」及「專

題研究」等四個方面，對敦煌藝術的社會性表現作一概要之論述。 

關鍵詞：敦煌藝術 社會性 

 

敦煌石窟自從十六國北涼時代開鑿以來，延續一千多年，歷經北涼、北魏、西魏、北周、

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個朝代。在以敦煌莫高窟為中心的包括敦煌莫高窟、敦

煌西千佛洞、安西榆林窟、安西東千佛洞、肅北五個廟等廣大地區所開鑿的佛教石窟群，留

下了以佛教石窟建築、彩塑、壁畫藝術為主的極為精美而又內涵豐富的敦煌佛教藝術。 

敦煌藝術的主體為佛教石窟，其所包含的內容直接地反映著佛教題材，從表面上看均為

佛教的各個方面，或者說敦煌藝術的最直接表現是佛教藝術，是對千年來佛教信仰與宗教活

動的記錄與反映。但我們談論敦煌藝術，絕不能僅僅停留在藝術的表象，而是應該深入藝術

的本質，探尋其所包含著的深刻的社會性表現。所謂社會性，即敦煌藝術作為一種自成體系，

內涵豐富，並有著特殊關係的藝術形式，在明確了藝術本身的同時，還應著力探究表象背後

所隱藏的豐富內涵：藝術產生的社會歷史條件與歷史依據；藝術內容與形式中包含著的社會

關係；從大的宏觀角度去把握藝術跳動的脈搏；進而解釋其所承載著的歷史、文化、思想。

因為藝術是反映現實的一種形式，絕不會離開現實社會而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通過藝

術再現歷史，是藝術研究的目的。藝術作為反映歷史現實的一種形式，具有深刻的社會性，

是形象的歷史，又是歷史的形象。因此作為藝術的另一個目的，即為大眾所接受，喜聞樂見，

亦即藝術的人間化，只有當某種藝術形式大眾化，為時人所歡迎接受，這種藝術形式才會如

長流之水，承載著歷史，不斷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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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藝術，除了表現佛教教義，描繪塑造各種佛經內容，作為信仰主題的朝拜對象之外，

更重要的是它是歷史的產物，所表現的是歷史本身。探索敦煌藝術發展的歷史和社會條件，

是敦煌藝術研究的課題之一；同時也應看到敦煌藝術作為一種藝術載體，傳遞著歷史與生活

的信息，是千年來敦煌本土文化與外來文化的發展、融和，是中古時期敦煌各階層創造的結

果，因此敦煌藝術又是一種大眾化的、人間化的文化與藝術，來源於生活，而又反作用於生

活。以此前後相繼，互相借鑑，以至於不斷發展創新。故而探討敦煌藝術社會性、人間化的

一面，也顯得極為重要與迫切。藝術的社會性與人間性是相一致的，而一旦藝術形成為某種

形式，則兼藝術的社會性與人間性於一身，同時並存，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著一種藝術形式

的發揚弘大，這也是藝術本身永遠充滿魅力並不斷發展的客觀原因。 

敦煌藝術雖為佛教藝術，但「作為一種歷史現象，佛教藝術也是一面時代的鏡子，它直

接紮根於培育它的社會之中，它與直接間接產生它的農民、牧民、地主、官吏、文士儒生等

各階層有密切的生活聯繫，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各自的生活態度，憧憬與願望，他們的

不同信仰和審美趣味，都會影響佛教藝術的製作，同時佛教藝術在歷史上曾滲透到社會各個

地方，也反過來給人民群眾的生活與思想以深刻的影響」[註 1]。對敦煌藝術有深刻理解與親

身感受的史葦湘先生這段精闢的論述，給我們研究「敦煌佛教藝術社會性表現」這一課題十

分有益的啟示，並給我們指明研究的方向與前途。 

下面我們就敦煌佛教藝術從「建築藝術」、「雕塑藝術」、「壁畫藝術」及「專題研究」

等四個方面來探討敦煌藝術的社會性表現。 

一 

敦煌建築藝術，主要指敦煌石窟建築形制。敦煌石窟建築形制，作為佛教石窟，洞窟主

室主要形制，大略可分為六種，即中心塔柱式、毘訶羅式、覆斗式、涅槃窟及背屏式，其中

覆斗與背屏式均係佛殿式窟。關於敦煌石窟形制，蕭默先生已作過詳考[註 2]，茲不贅述。今

就有關敦煌石窟建築藝術之社會性略談管見。 

眾所周知，佛教石窟源自印度，均為開鑿在崖壁上之洞窟，在印度、中亞一帶石窟形制

基本為毘訶羅式或支提式，而在敦煌則主要為具有中國傳統建築特點的殿堂式為主。這是因

為在佛教石窟進入敦煌之前，中國傳統的建築藝術已有著十分深厚的傳統社會基礎與廣泛表

現，特別是中國傳統木構建築，如闕、帳等建築形式在廣大地區已經發掘的漢晉墓葬多見，

其中有出土的明器模型器如樓、台、閣等均為漢闕建築形式，不勝枚舉。根據文獻記載，闕

在我國起源很早，《詩經》中有關闕的記載，它是由上古時代的「觀」發展而來；闕應用廣

泛，主要在各類建築的門上。帳形建築則同樣是中國傳統建築無疑，《考工記》有記，帳是

由帷幕發展而來，又稱「斗帳」，長方形盝頂也是帳之變形。中國古代歷朝之宮殿建築，均

係木構殿堂，有闕有帳。而闕、帳這種建築形式也在敦煌佛教石窟開窟之初便被大膽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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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如莫高窟北涼第二七五窟，為長方形盝頂帳形，坡面有泥塑椽子，南北壁各有子母闕

形龕。有壁畫「出遊四門」繪的也是闕形建築，這是其一。其二，在莫高窟北魏、西魏、北

周等早期洞窟中人字坡頂為常見形式，或塑或繪椽子，並有木斗拱，為典型漢風，並非佛窟

之原有。其三，莫高窟北涼第二七二窟、西魏第二四九、二八五窟均為覆斗頂，又近似穹窿

頂，極似當時漢晉墓形制。在敦煌周圍地區的魏晉十六國墓葬，如嘉峪關新城、酒泉丁家閘、

敦煌飛機場、敦煌祁家灣等壁畫墓或畫像磚墓均為此制。特別是部分墓頂的壁畫與莫高窟第

二四九、二八五窟窟頂內容題材與畫風極為相似，可以看出敦煌受傳統墓葬的影響。因此敦

煌石窟最初便深深打上社會傳統的烙印，無法擺脫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其實這也是佛教文

化社會化的表現，當然也是敦煌佛教藝術在一開始便具有社會性表現的明顯特色。 

來源於中國傳統建築的殿堂式建築則是敦煌石窟十多個朝代千年來的主要延續形式，經

久而不衰，這也是敦煌石窟建築藝術社會性表現的集中反映。敦煌石窟建築形制集中表現傳

統特點，即「窟廠」[註 3]式前室結構與前室窟檐或窟前殿堂式建築。在莫高窟幾乎絕大多數

洞窟均可看到敞口前室（即窟廠）及遺留下的窟檐眼和地伏孔，說明原來修建有木構窟檐，

保存至今的有莫高窟晚唐第一九六窟及第四二七、四三一、四三七、四四四窟四座宋代木構

窟檐，而底層的殿堂遺址規模宏大，雕樑畫棟，可惜無法保存至今。經過考古發掘證實，莫

高窟至少有窟前殿堂遺址二十二個，分屬五代、宋、西夏、元，推測認為至遲在唐時已有。

[註 4]無論木構窟檐或殿堂建築，均來自中國傳統木構建築，並非佛教石窟原物。 

討論敦煌石窟建築藝術的社會性，則不得不對莫高窟北區洞窟作一交代。完整的莫高窟

石窟寺應包括南區洞窟與北區洞窟，其中南區為禮佛區，北區為禪修、生活、瘞埋區。北區

共計現存有大大小小各類洞窟二百四十三個，包括有禪窟、僧房窟、瘞窟、倉庫窟等，基本

形制絕大多數為有敞口前室，短甬道，人字坡頂結合平頂，方形室內一台（或禪床、睡床、

棺床）。雖性質有別，但明顯與南區佛窟聯繫緊密，這也是石窟使用範圍的普及推廣與人間

化表現。在這裡須特別論及北區瘞窟，北區共計現存瘞窟二十三處，早至隋末唐初，從出土

隨葬品如衣物疏、波斯銀幣、盛唐木俑等分析，死者並非全為僧人，還有一般世俗之人。在

佛教石窟集中區埋葬俗人，充分說明敦煌地區石窟建築的社會化，已用作一般墓葬。而從北

區洞窟出土遺物大多為宋、西夏、元時生活用品分析，到這一時期，莫高窟北區洞窟，除僧

人使用外，來莫高窟的過往行人、香客弟子、世俗百姓等也廣泛使用。石窟建築的性質與使

用範圍、事業群體大大擴展，普及眾生，佛教石窟在一定程度上已經完全人間化、社會化。

[註 5] 

二 

敦煌雕塑藝術，主要是指洞窟內之塑像，內容包括佛、菩薩、弟子、天王、力士等佛國

人物。佛教石窟作為僧眾們禮拜供養、瞻仰觀像，位於主體位置的雕塑尊像則為石窟中心與

重點。不管怎樣，敦煌石窟中多達二千多件歷代雕塑作品，雖按照佛經儀軌製作，賦予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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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佛教思想，但作為藝術作品，歷史的反映，並沒有也無法超脫歷史的、社會的、世俗的、

現實的制約。每個時代之藝術作品，反映著該時代之特點，審美情趣及個性化表現。作為藝

術作品，又反過來影響著各時代之藝術修養與藝術發展創新的漫長歷程。 

敦煌彩塑是通過雕塑的藝術形象來傳播思想的，從深層次分析，這種思想社會化成分大

於佛教成分。用造像藝術傳播這種思想，必須先用藝術形象的美吸引人、感染人，通過耳濡

目染、潛移默化的方法，達到淨化人心的最終目的。敦煌石窟彩塑藝術也是敦煌藝術一十分

重要的和不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古代人們開鑿佛教石窟，塑像是洞窟的主體之一，因為人們

開窟主要是為了禮拜和供養主尊佛像，因此洞窟內相關塑像的製作則顯得意義深遠。不僅僅

如此，石窟藝術之塑像，作為當時人們頂禮膜拜的偶像和心靈痛苦的寄託，則反映和表達著

當時每一時代人們的喜怒哀樂和審美情節，並不是像佛教經義所規定的那樣，每一尊佛像的

製作是嚴格按照「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佛教儀軌去製作的。而通過對敦煌彩塑藝術的考

察發現，在敦煌石窟開鑿之初，洞窟彩塑藝術便是人間和社會的折光反映，有什麼樣的社會

歷史背景和社會思想意識便會有什麼樣的石窟彩塑藝術，而且每一時代的彩塑藝術，都隨著

時代的不同而有著不同時代的藝術表現形式和藝術語言，反映著敦煌彩塑藝術的發展和變

化。敦煌彩塑和所有的佛教雕塑一樣，借用真實的人物形象，以端嚴的造型象徵諸佛菩薩的

智慧和力量，象徵善良美好的願望。 

早期十六國北涼、北魏、西魏時期，河西雖相對於戰亂紛爭的中原而獨僻一隅，但也是

朝代更替頻繁，並非天下太平。有著經過「五涼文化」而保存下來的濃厚的漢晉文化傳統，

當時中原人士盛行「清談」之風，另外早期的佛教思想主要為小乘思想。綜合諸多因素，因

此我們在莫高窟早期石窟如第二六八、二七二、二七五、二五七、二五九、二五四、二四九、

二八五等窟大量見到的彌勒倚坐像與苦修像，人物造型體態健碩，神情端莊，色彩明快，造

型莊重，手法簡練。又可以看到人物衣著有著密集的裝飾紋樣，給人以薄紗透體之感，史稱

「曹衣出水」；或見中原南朝風格之褒衣博帶、秀骨清像造像。並通過這種親切、和藹的面

孔反映著人們對和平安寧的嚮往與寄託，同時又體現著多種文化思想意識的流動，是當時社

會的一面鏡子。十六國北朝時期的早期塑像內容比較簡單，主要有佛、菩薩像，如彌勒像、

釋迦多寶佛並坐像、說法圖、禪定像、思惟像，以及中心柱四面宣揚釋迦牟尼佛生平事跡的

苦修、降魔、成道等所謂「四相」、「八相」等內容。北涼第二七五窟主像和壁龕中均為彌

勒菩薩，主像頭戴化佛冠，三角背光，髮披兩肩，袒胸露臂，項飾瓔珞，腰束羊腸裙，坐雙

獅座。僅存左手，作「與願印」，造型洗練，交腳端坐，穩定持重，神情莊嚴，體格雄健。

這也是現存最大的彌勒塑像。北魏第二五四窟彌勒像則著通肩袈裟，緊貼身體，頗有「曹衣

出水」之感。突出的衣紋，隨身，圓轉，既真實又富於裝飾性。第二五九窟趺坐禪定佛，椎

髻，面相方闊，沈思入化。造型灑脫嚴整。陰刻線衣紋隨勢自然起伏。北周第四二八窟中心

柱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主尊佛造型敦厚樸實，二弟子則顯幾分清新俊俏，二菩薩明了清純。

從總體上來看，十六國北朝時期的彩塑藝術，造像清晰，有衣薄透體的寫實作風，也有緊貼

身體的「曹衣出水」手法，又有褒衣博帶式的南朝風姿，所有這些特徵應和當時盛行的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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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等有關，並由於當時河西戰亂頻仍，社會動盪不安，人民生活極端痛苦，因此我們看到

的塑像均慈祥和善，親切可愛，又面露微笑，和藹可親，給人們一種心靈的慰藉和陶醉。 

隋代的雕塑藝術，在敦煌雕塑藝術中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在莫高窟隋代洞窟雕塑當中，

我們認為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更加社會化，在北朝雕塑渾厚樸拙的基礎上，隋代塑像更加

富於生活氣息，更接近於現實生活中的人；其二，在歷經十六國北朝之後，隋代塑像一鋪幾

身集於一龕，以佛為中心兩側排列，弟子、菩薩，顯示著一種世間等級制；三是菩薩身上長

裙豔麗，特別是波斯錦裙的出現，體現中西文化的合璧；四是在隋代洞窟中大型三世佛題材

出現，如莫高窟第四二七、二九二等窟，造像高大敦厚，極富力量感與感染力，顯示著隋文

化的厚重。為什麼會出現這些現象？這主要與隋代社會歷史有著很大的關係。隋代社會正如

隋代歷史一樣，在中國歷史起承前啟後、繼往開來的作用。隋代短短的三十多年，卻是極富

進取精神與開拓意識，隋代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開發絲路貿易，隋煬帝曾派遣裴矩經營

河西，給西域胡商許多便利條件，以使更多的人來中土進行文化、經濟的交流。裴矩曾親到

敦煌，而隋煬帝巡幸河西至張掖，招致前來貿易的中亞西域各國達四十多個。隋文帝、隋煬

帝又十分崇佛，頒命在瓜州建有崇教寺，隋代時也對西域用兵頻繁，綜合諸多因素，我們完

全可以理解隋代敦煌雕塑藝術所折射出的社會性的一面。當時，隨著全國大一統局面的形成

和經濟的發展，絲綢之路在裴矩的有效經營和煬帝西巡的大力推動下，敦煌河西再度出現前

所未有的繁盛新局面，這一變化也反映在敦煌彩塑藝術上，如第四二七窟三世佛造像，人物

高大厚重，樸實簡練，給人一種力量感和向上的精神，也從一個方面顯示了當時經濟實力的

增長。另外隋代彩塑的另一個特點即為活潑大方，清秀靈麗，精神飽滿，如有第四二○、四

一九等窟龕內造像，明顯反映了其向唐代藝術發展的過程。 

有唐一代，敦煌石窟中雕塑群像達到完美，且形成十分規則的以佛為中心的弧形排列關

係：佛、弟子、菩薩、天王、力士。一方面說明發展到唐代封建等級觀念已相當穩固，不可

動搖；同時唐初河西割據勢力和西突厥不斷破壞統一，唐王朝進軍高昌，龜茲、沙州人民付

出了巨大的代價；其次這時天王、力士大量出現，特別是那身著鎧甲的天王，無疑為當時邊

關武將的真實寫照。人民通過這種造像方式為和平祈禱。作為幾百年開窟造像的經驗總結，

這種最為完美的造像組合方式的出現並定型，作為一種佛教藝術人間化的方式，自此後一直

延伸到敦煌藝術的終結。 

唐代敦煌彩塑藝術，集中體現著大唐帝國空前的繁榮和昌盛，唐代的敦煌彩塑藝術，人

物造像豐滿略胖，極富人格化，人間化傾向濃厚，佛國世界的人物已不再是那麼嚴肅，而是

走下佛壇，成為人間社會的真實形象，而且這一時期的造像一鋪、一佛、二弟子、二菩薩、

二天王、二力士，人物配製齊全。第四十五窟頗具代表性，平頂敞口龕內塑像一鋪七身，體

態各異，個性明顯，主尊正襟危坐，溫和慈祥。大迦葉尊者老態深沈，襟懷坦蕩。阿難尊者

年少穎悟，敦實憨厚。菩薩亭亭玉立，秀外慧中，作 S 形身態。天王戎裝革裹，金剛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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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菩薩雕塑藝術，是最為傳神之作，以其女性化的優雅美姿，裝飾於嚴肅的佛窟，充

分說明唐人開放的個性與對藝術美的大膽追求。如莫高窟第一九四窟菩薩是一位貴婦人形

象，面相豐腴，肌膚光潔豐潤，人物神態安詳。上身全裸，飾以瓔珞帔帛長裙，正如畫史所

記「菩薩如宮娃」，反映了唐人以胖為美的習尚，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唐代社會和文化的高度

發達。唐代婦女以肥胖為美也體現在菩薩造像上，但畢竟菩薩並非世俗婦女，在唐代及五代

宋時大量菩薩雕塑作品，雖為女性化表現，卻不突出性特徵，同時又特意加有小鬍鬚，充分

說明菩薩中國化的特徵，以其中性來曲折地表現現實中的美的欣賞，又不至於違背傳統倫理

觀念，可謂有異曲同工之妙。一旦這種創作有效並完美化，便成為一種大眾性概念，一直在

敦煌佛窟中延續發展。 

建於盛唐的「北大像」（莫高窟第九十六窟）與「南大像」（莫高窟第一三○窟）及莫

高窟第一四八、一五八之兩座涅槃臥佛大像，這四身大型雕塑佛像的建造是莫高窟雕塑史上

的里程碑。南北大像的開鑿，眾所周知，與武則天當政崇佛有關，此不贅述。更應該注意到

開鑿如此大窟，沒有相當的經濟實力、人力及技術資源是不可想像的。由敦煌文獻《莫高窟

記》可知第九十六、一三○窟分別為初唐和開元年間由靈隱禪師與居士陰祖、僧處諺與鄉人

馬思忠所建；第一四八窟則由時人大族李大賓營造，充分說明家窟性質。這樣便可組織大量

力量，集中開窟。第一三○窟特別又涉及當時晉昌郡都督樂庭瓌，因而更是力量大增。第一

五八窟雖無窟主可考，但推測仍屬此類，當大致不謬。另外也表明吐蕃統治時代，敦煌人民

為了尋找苦悶心情的寄託而開臥佛大窟。二大像與二臥佛像相隔僅略幾年，說明這一時期敦

煌開窟之盛。更為有意義的是略晚的第一三○與一五八窟造像藝術卻分別要比略早的第九十

六、一四八窟更富神韻，說明技術的借鑑與粉本的創新。 

唐以後敦煌彩塑藝術再也沒有達到唐人的高峰和水平，五代宋曹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彩

塑藝術開始走向公式化，藝術造詣有所下降，但不管怎樣，敦煌彩塑藝術之社會性一面仍是

其主要的藝術特徵與深刻的文化內涵。 

三 

敦煌壁畫藝術，是敦煌藝術的主體。面積龐大，種類繁雜而又內容豐富的壁畫藝術，其

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深厚的歷史與社會資料與信息。 

敦煌壁畫是宣揚佛教思想的藝術，內容的依據主要為佛經，是具體而直接的視覺形象，

但歸根結底是反映歷史現實的物質與形式。不管怎樣藝術化、抽象化，總是以現實生活為基

礎，所有的素材均有著一定社會的、歷史的關係。佛教壁畫藝術通過現實社會生活中存在的，

為當時人們所熟悉的素材，形象直接地或加以改造而間接地表達宗教要求。對現存於世界各

地的佛教藝術加以考察研究，會發現任何一個地區的佛教造像、壁畫藝術，都是當時當地社

會生活的一部分，反映當時當地社會歷史的各個方面。同時這些社會歷史的藝術作品反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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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響當時當地的社會生活，這又是佛教藝術社會性、人間化的表現，並說明了佛教藝術社

會性與人間化的二重性及其相互作用之關係，當然敦煌藝術也不例外。考察敦煌壁畫藝術的

社會性與人間化，有一個現象須特別注意，那就是敦煌壁畫藝術與當時當地敦煌社會歷史的

密切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探討敦煌壁畫藝術的社會性與人間化，其實就是探討敦煌的歷

史與文化。[註 6] 

綜觀莫高窟十六國時期壁畫藝術，其內容主要為佛本生、因緣、佛傳故事，如有北涼第

二七五窟南壁「出遊四門」，北壁殘存的毘楞竭梨王身釘千釘、快目王施眼、尸毘王割肉貿

鴿、月光王施頭等佛本生故事；北魏第二五四窟南壁薩埵太子捨身飼虎，北壁尸毘王本生；

北周第四二八窟須達孥太子與薩埵太子本生故事等畫，這些畫面都反映十六國以來河西戰亂

頻繁，幾無寧日，短短二百多年，朝代更替不定，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五涼政權

相互交戰，爭奪河西，西元四二一年北涼沮渠蒙遜攻滅西涼，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壅水灌城，

然後屠殺守城的敦煌人民。[註 7]西元四三九年北魏滅北涼，沮渠無諱在酒泉、敦煌一帶與拓

跋王朝反覆爭奪。[註 8]元榮任瓜州刺史之時，從藏經洞留有他寫的發願文及抄經題記看，當

時「天地妖荒，王路否塞，君臣失禮，於茲多載」[註 9]。同時史書記載，自正光（五二○－

五二四）後，「海內沸騰，郡國荒殘，農商廢業」；「魏祚陵遲，權臣擅命，群盜蜂起，黔

首嗷然」。[註 10]而河西地區又有如「涼州刺史李叔仁為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

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不可勝數」[註 11]。北周時瓜州刺史建平公于義，是一位戰功顯

赫，「數從征伐」的人物[註 12]，讓他鎮守瓜州，說明瓜州當時的特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人民的苦難可想而知。這時候瓜州人民在流血，莫高窟的壁畫也在流血，如那眾多的本生故

事，無不鮮血淋漓，氣氛悲壯。同時以上這些壁畫也表現人民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的忍耐、順

從及對痛苦的訴說。而北魏第二五四、二六○、二六三窟，北周第四二八窟降魔變與西魏第

二八五窟、北周第二九六窟五百強盜成佛圖的出現並流行，則表明人民祈求和平的美好願望。 

到了隋代，敦煌壁畫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性特徵與文化思想的人間化方式，即壁畫中

大量存在的反映中西交流與絲路貿易的藝術作品。這一時期敦煌佛教格外興盛，石窟營建可

謂洋洋大觀，幾乎所有的隋代洞窟中都有極富波斯薩珊風格的聯珠紋樣，或為龕沿，或為邊

界，或為菩薩的衣紋飾，大量盛行，另外在諸如莫高窟第四二○、四一九等窟觀音普門品，

第三○二、二九六窟福田經變均表現的為絲路貿易與絲路沿線各種世俗社會生活場面，這是

隋代絲路盛極之表現。又作為珍貴的歷史反映與記載，是後人們瞭解歷史，傳承文化的重要

資料。隋代菩薩等人物畫像，灑脫而又靈動，形象生動逼真，已開始走向世間化，如有第四

○七窟供養菩薩，活似一少女美姿。另外這一時期的飛天滿壁風動，女性身軀舒展，飄帶飛

揚，鮮花四散，動感十足，擺脫早期的拘束和沈重，已完成中國化發展，如有第四二○、四

一九、四二七、三九○等窟飛天。隋代人在力求革新，南風和西風同時並行，在繪畫題材上

一些簡單的諸如阿彌陀淨土變、維摩詰經變、彌勒經變、法華經變、藥師經變等開始出現，

這些都是隋代社會發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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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唐代的歷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初盛唐、中唐吐蕃統治時期（七八一－八四八）

和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每一階段的敦煌社會與歷史都有著非常獨特的一面，這些均突出反

映在作為敦煌社會歷史一面鏡子的敦煌壁畫中。 

初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藝術，處在一種變型探索與藝術的大變動時代，諸如初唐有隋風

的莫高窟第三九○、二四四、二○三、二○九、三九二諸窟，其中第三九○、二四四兩窟滿

壁分排多幅說法圖組合方式，頗具特色，僅此別無他例，似乎有著十分特殊的含義。又第二

○九窟方格式「觀經六緣變相」[註 13]也為僅見，與其後流行的觀無量壽經變有很大的區別。

而第五十七、二○三、二○四、三二二諸窟是為武德至貞觀初年的洞窟，窟內千佛為主，似

乎又有一種造窟復古傾向，也說明佛窟開鑿與藝術的傳承關係及社會化的結果。而第二二○、

三四一等窟的出現，表明敦煌人民開窟探索中一種豁然開朗的境界，大幅整壁阿彌陀西方淨

土變及東方淨土變相，畫風大膽創新，畫面宏闊，流動感強，人物活潑生動，天花亂墜，建

築富麗堂皇。唐風的開啟與流行，藝術的發展前途一片光明。這種變化與探索正說明經過隋

進入唐後，人民思想的變化。社會歷史也是動盪不安，唐初對河西高昌連年用兵，戰火紛飛。

因此石窟藝術也搖擺不定，為時勢而困擾。到了貞觀時期河西安定，中西交流又空前興盛，

絲路古道上欣欣向榮，淨土經變畫的出現是這一現象的體現，武則天時期莫高窟新開有第三

二一、三三一、三三二、三三五諸窟，由於武氏崇佛，敦煌家族開窟大興盛，這些洞窟多為

家族開建。同時諸如大型維摩詰經變、寶雨經變、涅槃變；主尊降魔觸地印西方淨土變，較

早的勞度叉鬥聖變，均反映武氏奪取政權後心理的恐怖與不安。特別是其中第三二一窟寶雨

經變更是純為附會武則天作為女皇而作。第三三五窟北壁大幅整壁維摩詰經變，為此前後之

最為全面的一幅，大概與其中的「天女戲弄舍利弗」情節有關，在傳統封建社會能讓一位女

子極盡戲弄之能事，又大肆宣揚，似乎說明了武則天當政的需要與對婦女地位的提高。 

到了盛唐時代，大唐帝國經濟空前繁榮，國力空前強盛，絲路貿易與中西文化交流空前

大規模進行的背景下，敦煌作為河西重鎮、絲路貿易的前沿地帶，這裡匯集著各國各族物質

文化，在敦煌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共同推動敦煌藝術空前的發展。這一時期敦煌壁畫的特點

是整壁一鋪大型經變畫為主流，有東西方淨土、彌勒上生下生經變、觀無量壽經變、法華經

變等經變畫；繼承唐前期的風格特點，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富麗堂皇。壁畫線條流利圓潤，

構圖豐滿，氣氛熱烈和諧。呈現出一片歡樂、祥和、幸福景象的各種壁畫在盛唐時期成為壁

畫的主流，與十六國北朝時期壁畫中的殘酷、悲慘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歸根到底是由現實

生活的變化決定的。在朝不保夕，人命如草的南北朝時期，面對悲慘的現實，人民感到現實

無望，比較易於接受佛教關於忍辱犧牲，以求來世成正果的宣傳，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而

盛唐之時，社會相對安定，下層人民生活稍有保障，上層統治者也能安心地沈浸於歌舞昇平

的世間享樂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對捨身飼虎、割肉貿鴿等悲慘情景不易感受其中之深

義，而表現誘人的淨土幸福生活卻有更大的吸引力。生前享受榮華的統治者死後也想升入極

樂世界，而倍受現實生活中種種痛苦的勞動者也不得不把美好的生活願望寄託在佛國裡。淨

土變就是既得封建統治階級的歡迎又贏得貧苦人民的信仰而大大興盛起來。其實高聳台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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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樓連閣，是按照唐代宮廷建築繪製出來的；樂舞場面，反映了當時豪貴之家伎樂之盛；

居住畫面中心的阿彌陀佛，是人間最高統治者的化身；佛和菩薩及其部眾在畫面中軀體比例

大小，和地位的不可逾越，表現著嚴格的等級制度。所以，佛國極樂世界是藝術家按照現世

界的形象加工創造的結果。在當時充裕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受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時代精神和

藝術風格的影響，藝術家們的創作才能充分地在淨土世界的主題下發揮。他們把人間的榮華

富貴繪進了佛國，又把對淨土富麗堂皇的描繪留在了人間。[註 14] 

中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敦煌壁畫藝術同樣經歷著一個很大的變化時期，敦煌壁畫藝術

無論在題材、風格及結構布局方面都出現了新現象與新特點。首先是在方形小室內一壁多幅

經變畫，整壁多幅經變畫。原來風行與初、盛唐窟的一壁畫一幅大經變的格式，變為一壁畫

多種經變畫。題材內容方面幾乎當時所有宗派崇奉的經典，都被繪製成變相，羅列於一窟，

其中包括有淨土宗的觀無量壽、彌勒，天台宗的法華、維摩，華嚴宗的華嚴，新出現的有禪

宗的金剛、楞伽，密宗的千手千眼、如意輪、不空絹索，又有報恩、天請問、文殊、普賢及

各種曼荼羅等。這種大變化，當然和佛教本身的大變化有關，因為吐蕃時沙州等地佛事極為

興盛，吐蕃贊普大興佛事，廣度僧尼，寺院經濟相當發達。更為重要的是與當時沙州社會的

變化、歷史現實有很大的關係，到建中二年，沙州人民在經過長達十年之久的守城抗戰之後，

最後與吐蕃達成城下之盟，以「勿徙他境」為條件而開城投降。在吐蕃統治沙州之時，派遣

有節兒、將軍監使，又使原豪姓大族成為吐蕃官吏，又有管轄宗教事務的蕃大德。[註 15]加上

吐蕃統治者又要求沙州人民變髮易服，力圖改變唐朝的社會制度與文化教育等傳統社會生

活。這些嚴厲的統治，必然引起沙州人民的極為不滿和強烈反抗，典型的就有諸如驛戶汜國

忠、張清起義。[註 16]在這種苦難的日子裡，特別是在思想、精神、文化領域內的被剝奪與對

傳統唐文化的嚮往，沙州人民借助於佛窟，通過各種大量經變畫尋找一種寄託和訴願。這一

時期壁畫的精工細作，紛繁蕪雜，羅列紛呈，都表現人們在營建佛窟時的複雜心理。而大量

屏風畫的出現，則可以容納更多內容，一方面是為了在有限的空間內繪製更多經變（原條幅

式占壁面寬度更大），另一方面也在表達同樣的社會與現實的心理因素。 

藝術往往為社會現實服務，比一時期諸如莫高窟第一五九、二三七等窟〈維摩詰經變〉

中把原來的各國王子改為吐蕃贊普出行圖或以吐蕃贊普為首，這一現象在敦煌壁畫中僅出現

在中唐吐蕃時期，充分說明敦煌壁畫藝術的社會性、人間化。 

西元八四八年張議潮率沙州人民起義，收復河西，恢復唐王朝統治之名，唐朝在沙州建

歸義軍，並授張議潮為節度使，從此瓜、沙一帶歸屬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是敦煌晚唐歷史。

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壁畫藝術與以往相比，與當時政治、社會現實的聯繫更加密切，

進一步加強了它的社會性，更趨世間化與寫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這一時期大量大窟的開鑿，以及大窟內滿壁巨幅經變的繪製，如有莫高窟第九、 十六、

八十五、九十四、一三八、一九六等大窟，其中有九窟南壁巨幅〈勞度叉鬥聖變〉，北壁巨

幅最大〈維摩詰經變〉，第一九六窟西壁巨幅最大〈勞度叉鬥聖變〉等，均反映沙州地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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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恢復中原王朝統治，趕走吐蕃統治者後內心的興奮，以大手筆宣泄感情。這一時期畫風

上又有幾分盛唐人大膽奔放、豪邁的特徵，唐風的再度綻放，也是非常亮麗的一筆。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經變畫中〈勞度叉鬥聖變〉成為巨幅作品與主要題材。〈勞度叉鬥

聖變〉是以《賢愚經》卷十〈須達起精舍緣品〉（寫本有的稱〈祗園圖記〉）為根據。這一

題材最早見於敦煌西千佛洞隋代第十窟，莫高窟是在初唐第三三五窟龕內兩側首先出現這一

題材，但規模較小，結構也不完整，以後又消失了。到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這一題材再度出

現，而且是以完整結構的巨幅形式出現。〈勞度叉鬥聖變〉主要講的是代表正義的佛弟子舍

利弗與代表邪惡的六師外道弟子勞度叉鬥法的故事，因此這一時期的〈勞度叉鬥聖變〉宣揚

的是以正袪邪，實際上是借助佛教題材來歌頌張議潮歸義軍戰勝吐蕃，光復河西敦煌的偉大

歷史功績，表達了沙州人民抗蕃勝利的喜悅心情。從另一個方面講，當時沙州歸義軍政權周

邊並不太平，因此也在鼓舞人民抵禦周邊少數民族的進攻與對歸義軍政權的擁護。而在其後

的曹氏歸義軍時期，該題材的繼續繪製，不僅表現沙州人民對張氏歸義軍的懷念與敬仰，同

時也是對本土文化與一種精神思想的宣揚流傳。 

其三，晚唐敦煌壁畫藝術中又一個具有很強社會性的新現象新事物，即歷史題材畫面「出

行圖」的繪製，與供養人畫像以真人大小大量出現特別如歸義軍政權內節度使等重要歷史人

物，莫高窟第一五六窟內繪長卷巨幅〈張議潮統軍出行圖〉與〈河內郡宋氏夫人出行圖〉，

這種反映歷史人物的真實畫面，與佛教毫無關係，具有極高的歷史與社會價值，高度濃縮地

反映當時歸義軍政權各種制度與生活場面。這種畫法是受到中國傳統墓室畫的影響的結果，

有著高度的寫實性，作為一種佛教教材，向人民展示並宣揚張議潮的豐功偉績，起到鞏固統

治的作用。 

五代宋敦煌地區屬瓜、沙曹氏歸義軍政權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敦煌壁畫藝術在繼承晚唐

的前提條件下，並由於「曹氏畫院」的設立而有公式化傾向，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受到限制。

但從其規模來說，這一時期由於曹氏的極度崇佛，開鑿了諸如有莫高窟第九十八、一○○、

二十二、五十三、一○八、五十五、六十一、七十二、四五四、二五六、一四六等大窟，並

對莫高窟幾乎所有的洞窟縮小甬道，重修前室，並修建有為數不少的木構窟檐、殿堂及繪製

有大面積露天崖面壁畫。 

在歸義軍的歷史上，與甘州、西州回鶻的關係成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張氏歸義軍

時期就已經與回鶻爭奪不斷，到曹議金時期與回鶻聯姻，曹氏嫁女于闐國王，又娶甘州回鶻

公主為妻。因此在這種孤守瓜沙一隅的兩難之境下，曹氏歸義軍創修大窟，在窟頂四角畫有

四方天王，是這一時期開窟新題材與新特點；又敦煌文書記有這一時期莫高建有「天王堂」

（S.5448《敦煌錄》），均突出反映曹氏藉佛教而表示鎮守四方保境平安之良苦用心。另外

這一時期大量女供養人畫像多著翻領小袖袍，項飾瑟瑟珠，頭束高髻，戴桃形鳳冠，臉部抹

紅面，為回鶻裝；又第九十八、四五四窟有于闐國王畫像，這些是曹氏壁畫藝術反映曹氏聯

姻的、政治的確鑿而形象之歷史證據。曹議金執政之初，政治極不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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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高窟營建「大王窟」即今第九十八窟，為了籠絡人心，幾乎把當時敦煌豪族大姓及先代

張氏官宦均畫像如窟。因此看來，似乎這一時期開窟畫像更多考慮的是社會現實的需要，並

為政治服務。 

到了沙州回鶻、西夏政權統治瓜沙之時，莫高窟的壁畫藝術似乎已走向末路，所繪均為

千篇一律之千佛，或簡單粗率之淨土變等，唯一窟頂藻井所繪團龍井心富有特徵而頗具藝術

價值。但在安西榆林窟、安西東千佛洞、肅北五個廟等石窟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極富西夏

時代特徵與藝術特點的密宗曼荼羅大量表現；又如榆林窟第二、三等窟文殊、普賢變，巨幅

製作，風格迥異，繼承中原唐宋水墨山水畫之傳統；而大量見到的水月觀音經變則更是極富

山水畫之神韻，勘稱佳作。這種兩地明顯的差別似乎與當時社會歷史有關：天聖八年（一○

三六）當時自稱瓜州王的曹賢順以千騎降於西夏[註 17]，西夏佔領瓜州，設立西平軍司管理瓜

州，並派駐軍隊鞏固瓜州，屏障河西，而沙州則為回鶻所據，直到一○七四年西夏人才佔領

沙州。但是以後的日子裡，西夏人的沙州統治仍不鞏固，西夏時期瓜沙兩州的政治文化中心

移居瓜州。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極為崇佛的西夏人在莫高窟開鑿繪畫缺乏必要的物質、經濟、

文化的基礎。 

被稱為敦煌藝術回光返照的元代藝術，集中體現在以莫高窟第三窟具有漢密色彩的千手

千眼觀音畫像藝術的獨特題材與藝術表現形式，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美妙絕倫

的藝術，卻是只此一窟，這又是因為什麼？有待日後的研究。 

四 

下面我們擬就「專題研究」的角度討論敦煌藝術的社會性表現。 

(一)敦煌藝術之發端 

對於敦煌佛教石窟藝術的起源問題，學者們多有研究，總括起來不外乎西來說、東來說、

本土說三種意見，其中以史葦湘先生的本土說影響較大。[註 18]但綜觀敦煌歷史與敦煌藝術的

特點，我們會發現敦煌藝術的真正來源似乎是一個更為複雜的問題，並不僅僅是簡單的東來、

西來或本土一說。其中所包含著的深刻的內涵與獨特的社會歷史文化關係，尚待進一步探索。 

首先，敦煌自漢代至東晉十六國時期，有著十分發達的農業經濟，戍邊士卒和流放敦煌

的官僚地主帶來了中原文明。又在歷次戰亂中，河西總是保持安定，較好而完整地保留了漢

文化，出現過諸如有張奐、張芝、索靖、曹全、郭禹、汜勝、李暠等歷史著名人物，並形成

以敦煌為中心的「五涼文化」。敦煌在十六國時期已經有著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去接受外來

的佛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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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佛教石窟藝術傳至河西敦煌之前，早在漢代已經在今天新疆一帶廣泛流傳的諸如

克孜爾石窟、庫木吐拉、克孜爾尕哈、吐峪溝等石窟藝術，大放異彩，並不斷東漸。敦煌地

接西域，處在絲路交通要衝，各種文明文化都在這裡交流、發展。現存的幾部《高僧傳》所

記載的著名的中外僧人，無論是訪學天竺或傳教東土，以及往來於絲綢之路的各族商人、各

國使節無不途經敦煌，因此敦煌應該是我國歷史上漢族聚居區最先接觸佛教的地方。在三世

紀末，號稱「敦煌菩薩」的竺法護[註 19]，就在敦煌組織自己的譯場；另外前涼時期，敦煌出

現了修習禪定的高僧，如單道開[註 20]、竺曇猷[註 21]等，說明佛教思想已廣為流傳。同時，

在廣大的河西地區，在莫高窟石窟藝術之前或大約為同時代，在沿著河西走廊一千多公里的

祁連山中或邊沿地帶，從東到西已有為數眾多的石窟藝術開鑿，諸如有武威天梯山，張掖馬

蹄寺、金塔寺、酒泉文殊山、玉門昌馬石窟等，也應包括敦煌莫高窟，這些石窟均開鑿較早，

一般認為是十六國北涼時期，部分要比莫高窟為早。也就是說在這一時期，在莫高窟石窟藝

術開始之前，石窟的開鑿營建已經在河西地區特別是北涼統治範圍內大規模出現，而莫高窟

石窟藝術的出現更加深化了這一藝術活動的，同時也為莫高窟石窟藝術的產生埋下了伏筆。 

還有在十六國政權相互爭奪河西的鬥爭中，社會並不安定，人民渴望和平，各種思想也

應機興起，佛教更是發展迅速，於是敦煌地區開窟造像也便順理成章，況且這一時期在酒泉、

嘉峪關、敦煌一帶的大量壁畫、畫像磚墓的存在，為石窟藝術作了很好的準備工作。綜合以

上各種因素，大約在西元四世紀時，莫高窟由於其特殊的地理環境條件，佛教徒們便在此開

窟造像，今在莫高窟第二六八、二七二、二七五的三窟一組洞窟即為這一時期開鑿。在敦煌

文獻《聖曆碑》、《莫高窟記》等中都有這一時期始鑿洞窟的記載。這一組洞窟無論從建築

形制、壁畫內容、藝術風格等方面均反映著傳統的漢文化與佛教文化相融和的特點，同時又

體現著敦煌一開窟便受中西文化及本土文化的共同衝擊。 

在以敦煌莫高窟為主的敦煌佛教藝術在十六國北朝時期開始綻放之前，河西及敦煌地區

的傳統繪畫藝術早已非常興盛了，主要表現在史前彩陶藝術、漢以前遊牧民族的岩畫藝術、

漢代的木板畫、木簡畫和在眾多的魏晉十六國墓葬中的畫像磚與壁畫藝術。 

在河西走廊先後發現了幾處有關史前彩陶遺址，如玉門火燒溝和零星的幾處遺址均發現

有彩陶，可以見到彩陶上一些簡單的紋樣，如水波紋、花紋等，這些均距今約三、四千年的

時間，是河西地區最早的繪畫藝術。 

岩畫藝術主要發現於敦煌南鄰的肅北縣境內祁連山上和嘉峪關市黑山湖附近岩畫，二地

岩畫的內容和繪畫風格是相近的，基本上是同一時代的產物，約為戰國秦漢時期生活於這一

帶的一些遊牧民族如有羌戎、月氐、塞種胡、烏孫、匈奴等民族，這些民族大都過著狩獵生

活，因此也在岩畫中可以看到與他們生活密切相關的內容與題材，如有各種動物：馬、牛、

羊、駱駝、虎、狗、鹿等，也有反映日常狩獵場面等情節。這些岩畫藝術均十分簡練，極其

形象傳神地表達著當時人們生產生活的場面，是非常難得和十分珍貴的記錄戰國秦漢時期生

產生活於河西敦煌一帶的各民族的形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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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居延一帶，出土有幾幅為漢代的木板畫和木簡畫，畫有人物、車輛、馬、樹、飛

鳥、白虎等，應是當時在這一帶守邊屯田的移民和士兵們的作品，雖簡單卻也是表明人們對

繪畫藝術的熱愛。 

漢代的墓葬繪畫藝術雖然在敦煌地區沒有發現，但卻在東面的武威一帶有很好的資料出

土，如著名的雷台漢墓壁畫，內容豐富，有反映墓主人生產生活的情節場面。墓內出土大型

青銅車馬，特別是「銅奔馬」的發現，更是表明當時當地人們高超的藝術修養。 

到了魏晉時期，在河西走廊的酒泉、嘉峪關和敦煌，以至於新疆的吐魯番，都有壁畫墓

發現，其間保存了大批的魏晉繪畫資料。其中最為有名的如酒泉丁家閘墓，內畫有東王公、

西王母，天馬、神鳥、九尾狐、流雲，與莫高窟第二八五、二四九窟頂壁畫相類似，可資比

較。另在嘉峪關魏晉墓彩磚壁畫中發現有如畜牧、屯田、耕作、驛傳、釀酒、音樂舞蹈、博

奕、狩獵、宴飲、軍事出巡、塢壁等等，可以說是無所不包。 

綜合以上這些充分表明，在莫高窟佛教藝術出現之前河西敦煌一帶已有著十分發達的繪

畫藝術，這為十六國北朝敦煌佛教藝術的出現和發展奠定了十分堅實的基礎。也就是說敦煌

石窟藝術的產生與發展是在當時敦煌、河西地區，絲綢之路等廣大地區範圍內社會藝術共同

繁榮與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的產物，是佛教藝術人間化的集中表現。 

(二)畫風問題 

敦煌藝術的主題為壁畫藝術，因此畫風問題便成為非談不可的部分。[註 22]敦煌壁畫的繪

畫風格，不只是簡單的繪畫問題，其中暗含著藝術的淵源、表現與發展，亦即社會文化之關

係；作為繪畫藝術的傳承，又涉及藝術流布與影響。 

在敦煌石窟開鑿之初，明顯突出表現民族傳統的中原藝術風格。早期壁畫的線描，是在

漢晉繪畫線描基礎上發展起來的，一般多用粗壯有力的土紅線起稿，勾出人物頭面肢體輪廓，

然後賦彩，最後再描一次墨線完成，充分表現人物的傳神，以形寫神。十六國北朝藝術中，

又有著西域風格的影響，那種以凹凸暈染法所形成的立體感和土紅地色所形成的溫暖渾厚的

色調，與魏晉藝術風格迥然不同，明顯受西域克孜爾石窟藝術的影響，但並非原樣照搬，而

是與當地歷史文化、審美觀點密切結合的產物。西域印度式「豐乳細腰大臀」的伎樂天和菩

薩，在敦煌不見，而代之以中性的菩薩、飛天、伎樂，這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在西魏時期，

兩種藝術風格相結合，突出表現在莫高窟第二四九、二八五窟，一面是佛、菩薩等動中寓靜

的渾厚含蓄的西域風格，一面又是豪放爽朗，飛揚動盪的中原風格。早期千佛的「小字臉」

畫法與 V 形粗壯飛天均係西域風格。而部分洞窟菩薩粗短半裸、豐臉高鼻的西域形象而代之

以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中原南朝畫風。北周時代，隨著北方民族大融和南北文化交流，兩

種不同的藝術風格並存而融和。在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像與西域式豐圓臉形互相結合而產

生了「面短而豔」的新形象；在暈染上，中原式染色法與西域式明暗法互相結合而產生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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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立體感的新暈染法；在人物精神面貌上，淳樸莊靜與瀟灑飄逸相結合而產生了溫婉嫻雅，

富於內在生命力的新形象。整個雕塑與壁畫使人感到更濃厚的社會性人間化氣息，這就是北

周時代敦煌藝術的新風貌。 

到了隋代，這種風格繼續發展，但漸漸地兩種畫風趨於一致，統一形成新的民族風格。

這時在北周畫風傳承普及的基礎上，另一種畫風人物造型活動更加準確精細，色彩繁複豔麗，

更加真實化，藝術形式也更加活潑、大方、自由。突出表現在隋代洞窟中的敦煌飛天，一改

之前的粗笨強健而四肢舒展，衣帶飄揚，天花亂墜；人物隨樂而飛，流暢自如，出神入化。 

初唐時期是敦煌壁畫藝術風格大變化的時期，突出表現在中原唐風的傳入，以建於貞觀

十六年（六四二）的「翟家窟」莫高窟第二二○窟為代表，整壁一鋪大型淨土經變畫，鴻篇

鉅製，著色豔麗，線條流暢。人物活靈活現，極富生活氣息。畫面又盡現建築之豪華。該窟

的〈維摩詰經變〉更是傑作中的傑作，人物神態栩栩如生，有吳道子的遺風，係長安寺院壁

畫的翻版。其中的漢族帝王更似可與東晉顧愷之「帝王圖」相媲美。初盛唐壁畫風格，極富

個性化，大手筆製作，豔麗繁蕪，並賦予濃厚的生活氣息，唐人開放、活潑的精神世界盡展

無遺。這時的供養女像，人物衣著豪華，裝飾豐富，以肥胖見長，與西安等地區出土唐墓傭

如出一轍，其中以莫高窟第一三○窟〈都督夫人禮佛圖〉為代表。由此可見，唐風的社會化、

人間化表現，在莫高窟也不例外。初、盛唐敦煌畫風的清新面貌被中唐吐蕃人的統治打破，

但到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又再度出現，不過畢竟大不如前。 

中唐畫風顯得有些呆板，又精工細作，這大概除與當時的社會歷史有關之外，同時又與

當時敦煌壁畫製作已經使用壁畫底稿有關，如 S.P.83、P.3988〈金光明最勝王經變稿〉用於

莫高窟中唐吐蕃統治時期第一五四窟壁畫的製作。[註 23]由於有壁畫底稿的使用，藝術的創造

性、靈活性受到限制，加之又要精工細作，畫面布局過於密集，這些客觀的原因使得中唐壁

畫缺乏生氣，已有公式化傾向，影響所及晚唐、五代宋敦煌壁畫的風格。 

五代宋曹氏歸義軍時期，由於「曹氏畫院」的設立[註 24]與大量敦煌壁畫底稿的使用

[註 25]，更加使得這一時期繪畫風格公式化。無論是經變畫、供養菩薩、供養人畫像都千篇一

律，顯得有些雷同，變化不大。到了西夏榆林窟藝術中，由於唐宋水墨山水畫風的傳入與繼

承，為敦煌畫風傳入一股清新的氣息。元代的藏密薩迦派畫風更是獨一無二。二者都好景不

長，曇花一現。 

(三)經變畫 

仔細考察敦煌石窟中大量的經變畫，若以其中單個題材內容的角度也會發現，作為一種

繪畫藝術作品，各自又有其獨特的社會性因素特徵。 



《普門學報》第 42 期 / 2007 年 11 月                                               第 15 頁，共 21 頁 

論文 / 敦煌佛教藝術之社會性表現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阿彌陀西方淨土變〉是較早出現又是最為流行的經變畫之一，由於人們對人間社會苦

難生活的深切體會，在現實世界尋找出路無門的情況下，把眼光投向石窟壁畫。通過經變畫

中雕樑畫棟，金碧輝煌的建築，歡樂祥和的氣氛，淨水蕩漾、鳥語花香的環境表達人們的嚮

往與精神寄託，在觀看這些壁畫時產生一種虛幻的感覺，憔悴的身心得到暫時的安慰。作為

一種大眾化題材，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經變畫都採取這種構圖方式與畫面內容，從大的宏觀

角度都在反映著這樣的社會大眾心理，成為一種模式。 

〈彌勒經變〉雖描繪與反映的是彌勒世界諸事，但如有一種七收（耕種、收割、運輸、

揚場）、老人入墓、婚嫁、樹上生衣等場面；又有如剃度、羅剎掃城等情節，多為現實生活

的常見現象。如一種七收中的程序、方式、工具等與歷史上、甚至直到今天河西及其他一些

地區仍可見到；婚嫁圖則更是延續千年的民俗婚嫁的真實形象記載。這些也是僧俗弟子們所

喜聞樂見的題材，倍受青睞，廣為普及，代代流傳而經久不衰，即使今天我們看到如此形象

的歷史資料，也不勝親切。 

〈藥師經變〉中「九橫死」與「十二大願」，使我們看到封建社會官府如何殘害人民，

普通老百姓命賤如草，任人宰割，只有通過發十二大願以求解脫。而其本身經變中主尊托鉢

藥師佛以慈悲救世之面貌出現，給人一種安慰，因此便廣為流傳。 

〈觀無量壽經變〉中反映宮廷鬥爭，阿闍世王囚父母的情節，本是大逆不道。特別是像

這樣揭露宮廷鬥爭的畫面，在一般地方是不會出現的，是帝王們所忌諱之事。敦煌由於地域

偏遠，同時敦煌文化中有著非常博大的包容性，因此才可以大膽地  繪製。一經繪製，便為

人們所普遍接受，帶有極大的探密與譏諷意味。當然也不能忽視「十六觀」對一般信徒的感

召與教義人間化作用。 

〈法華經變〉及〈觀音經變〉、〈普門品〉中為我們保留下的諸如有戰爭、旅行、折柳

送別、誦經拜塔、雨中耕作、請匠、齋僧；「三十三現身」與「救苦諸難」中所呈現的情景，

均為日常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情節的寫照，極具社會性、人間性，很容易被人們接受並傳播。 

〈涅槃經變〉固然是在描繪反映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故事，其實倒不如說是反映敦煌一帶

民間喪葬習俗的詳細圖畫記錄。同樣，〈報父母恩重經變〉實則是進行孝道文化教育的形象

教材，以孝子與逆子的相反表現，意在通過壁畫藝術進行孝道文化社會普及教育，教人民勿

忘父母養育之恩。當然，〈勞度叉鬥聖變〉更是社會歷史的產物與強烈反映現實的一種手段。 

敦煌藝術經變畫的社會性與人間化表現研究，是一個十分龐大而複雜的課題，在此僅作

簡說，因此其他眾多經變畫之社會性表現在這裡無法一一詳述，但不管怎樣，其社會性是存

在的，且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詳細容日後更進一步的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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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養人畫像 

供養人畫像，是敦煌石窟中另一類十分重要之內容，所謂供養人即為出資發願開鑿洞窟

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與其有關的如家族、親屬或社會關係成員，當然並不表示他們是洞

窟開鑿的工匠等人物。供養人有敦煌歷代大族、地方長官、僧界大德，也有一般下層平民百

姓。他們是活躍在敦煌歷史上的人物，因此這些畫像具有極高的史料價值。供養人畫像幾乎

在敦煌石窟的每一洞窟中都有，是研究洞窟營建時代及窟主等的第一手資料，也是敦煌服飾

研究的寶貴實物資料。供養人畫像從十六國北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時和真人大小，且

是一個家族人物雜類，有家廟之性質。綜觀敦煌洞窟壁畫中的歷代供養人畫像有以下幾個特

點：一是供養人畫像在早期十六國北涼、北魏、西魏、北周洞窟中畫像極小，單個像僅有不

到二十公分高，在洞窟內一般是畫於南壁或北壁、或南北二壁中下部一排；到了隋唐時畫像

變大一些，數量也有所增多，在洞窟中的位置更底，一般在各壁底層畫一圈供養人畫像；到

了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在沿襲前代的基礎上又有新特點的出現，那便是供養人畫像大大增

高，部分如同真人大小，又在洞窟甬道中開始畫像，而且一般是畫窟或與窟主關係最為密切

的人物，也開始突出表現家窟的性質；五代宋曹氏歸義軍時期在總的特徵上沿襲晚唐的同時，

也有新特點，那就是幾乎所有的供養人都如同真人甚至超過真人大小，另外就是進一步突出

家窟的性質，把窟主家族內幾代相關人物無論男女老幼，甚至死去的統統畫像入窟；發展到

沙州回鶻、西夏、元時多不見供養人畫像，如個別洞窟有畫，高度比例大大縮小，位置也並

不確定，有高有底。也就是說，作為總結，可以認為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供養人，基本上在洞

窟中的地位是時期越晚越重要，其畫像也越高大，面積也越廣闊，分布在洞窟四壁底層一圈

和甬道。但在榆林窟的情況和莫高窟略有不同，榆林窟洞窟建築形制因為有前甬道和完整的

前室（莫高窟僅是敞口前室），因此在榆林窟供養人畫像在總體上和莫高窟相同或相似外，

不同點就是前室各壁底層、前甬道也畫像。（莫高窟敞口前室由於多經後代重修，因此原來

的情形不是十分的明確，但從個別保存原作的洞窟和五代宋時的大量繪製，反映了在莫高窟

前室基本上不繪供養人畫像的事實。）此外，在榆林窟由於洞窟一般為中小型洞窟，因此供

養人畫像都比較小，沒有莫高窟同時期那麼高大。 

敦煌壁畫中供養人畫像是十分珍貴的世俗資料與形象的歷史，所描繪的是當時當地現實

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不僅圖畫其儀容，而且有詳細的題名結銜，直接反映著現實社會的

人物活動，不僅具有歷史真實性的，而且是研究敦煌佛教藝術社會性與人間化的最為直接和

形象的資料。有關供養人畫像，段文傑先生[註 26]、賀世哲先生[註 27]、萬庚育先生[註 28]等已

作過詳細的考證，足使我們瞭解供養人畫像的社會性特徵。 

敦煌石窟在開窟之初便畫入大量供養人，如莫高窟第二七五窟南北壁兩排供養人，第二

六八窟西壁也有供養人畫像，這也是敦煌石窟的一大特點，說明敦煌石窟開鑿一開始便強烈

反映世俗社會人的關係，蘊藏著深厚的社會性因素與人間化色彩。以後隨著敦煌石窟的不斷

開鑿，供養人畫像由小變大，由少變多，甚至在北周第四二八窟已經多達一千二百餘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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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巨大，直至最後在晚唐五代宋歸義軍時期變成名符其實的家廟窟，家族大大小小，包括親

戚等均畫入佛窟，畫像為真人大小，頗具規模。 

敦煌壁畫供養人畫像均有題記，內容涉及供養人籍貫、官職、社會成分、家庭關係、姓

名等，類似個人簡歷，有著極高的史料價值。從題記可以看出所反映的供養人大致有地方官

吏、世家大族、戍邊將士、寺院僧侶、庶民百姓等，基本涵蓋了敦煌歷史上社會各階層人物。

表明敦煌佛教的開鑿在歷史上成為敦煌社會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極為平常之事，似乎並

非佛教活動，而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有寺院僧人窟、有社人窟、有家族窟（包括敦煌地方

官吏，因為敦煌歷史上為官者均係當地豪姓大族）等性質洞窟。 

開窟者把自己的像畫入佛窟，其目的無非有二，一表自己虔心事佛，出資開窟，以表功

德；更重要的則是畫像入窟，以顯耀自己，留名歷史，滿足一種虛榮心理。特別是一些地方

官吏、高僧大德，與其說是供養，不如說表示為自己立碑立傳；不僅想當世榮耀，而且想永

垂青史。供養人畫像，無疑是一種巧妙宣傳自己、家族、寺院的絕好方法，顯示出眾多的歷

史資訊，如敦煌社會歷史、石窟營建、古代服飾資料、人們的供養心理…… 

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題記，也還有如下特徵： 

第一個特點是供養人題記，早期十六國北周時期一般只是書寫供養人姓名或法號，多見

佛家弟子，末尾是「一心供養」類字，也有個別較晚的見有簡單的地望，到了隋及唐初時不

僅俗人數量大增，而且有了簡單的官職結銜，中唐在初、盛唐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到了晚唐、

五代、宋時期有的供養人題記一長串，十分複雜，突出表現個人的身譽與功勳。也就是從供

養人題記所反映的一個總的特點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供養人題記表現個人的身分地位的味

道則越來越濃。 

第二個特點就是在供養人畫像的繪畫表現方面，時代特徵都比較突出，而在個性的表現

上則是越早越突出。十六國北朝時期，供養人所表現出的北方少數民族如鮮卑等形象特徵比

較明顯，隋代初唐的男像著圓領袍、女像窄衫小袖長裙，盛唐所表現出的與當時全國流行以

胖為美的風尚相一致，中唐有盛唐遺風同時也有著蕃裝人畫像，而到了晚唐特別是五代、宋

時洞窟供養人所表現出的千人一面，較為沈悶呆板。 

第三是在洞窟供養人女像服飾的繪畫方面，時代越晚則越是細緻。早期幾乎只是一個大

的輪廓形狀，到了隋初、盛唐時開始有服飾紋樣的出現，而到了晚唐特別是五代、宋時則是

對服飾紋樣進行詳細的勾畫，表現的十分複雜。 

第四是無論什麼時期，男女供養人總是分別開來，畫在不同的壁面位置，或左或右，但

卻不能同壁，充分反映了中國自古以來男女有別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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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在相同性別的供養人眾畫像中，僧界中人又總是在俗人的前面，意在強調佛窟的

性質，或許也表明了敦煌歷史上僧人地位一直較高的原因，同時也說明了敦煌佛教一直長盛

不衰的背景，再者又表明家族在對佛窟的經營中又有專門家族出家之人的事實，也是反映了  

在具體的洞窟營建過程中負責人或許主要是這些家族相應僧人的歷史事實。敦煌歷史上大族

對佛教的影響和各家族相應僧人的關係是一個有意義的活話題，也是一個尚待進行深入探討

的問題。 

以上均在表明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藝術所集中和突出反映社會性的特徵，而不是一般意

義上的佛教藝術品。 

(五)洞窟營建 

敦煌石窟藝術，是以佛教為核心而形成的包羅萬象的藝術寶庫與文化寶藏。而且首先第

一的是洞窟的營建，這是前提與基礎，否則，其他一切都無從談起。敦煌石窟營建史的研究

也是研究敦煌藝術社會性表現的重要方面，有關敦煌石窟營建史，在供養人題記及敦煌遺書

中有大量的記載，馬德先生已作了大量的考論[註 29]，為我們瞭解敦煌石窟營建理出了比較清

晰的輪廓。 

敦煌石窟營建，從早到晚均屬有組織的活動，由專人負責牽頭，有一批人參加，分工明

確，有條不紊。有窟主（地方官吏、大姓豪族、寺院高僧大德）；施主，即參與、支持洞窟

修建的人，仍為地方各階層各類職業的人民；工匠是洞窟營建的直接參與者，他們是屬窟主

或施主役使、雇傭，工匠內部又有分工與等級差別。敦煌石窟窟主、施主、工匠的關係，集

中反映的不是佛教的發展，而是反映中古時期敦煌地區人們之間的相互複雜關係：「即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貴族與庶民之間、貴族與貴族之間、庶民與庶民之間、當地人與外來人

之間、各種不同民族之間，在佛教營建中的各種組合及其相互關係的各個方面，為我們更深

入地瞭解中國古代社會的面貌、研討當時的社會歷史與結構，提供了一些生動的資料。而探

討工匠問題也可幫助我們加深對敦煌藝術和敦煌社會的理解。」[註 30]我們可以看到在莫高窟

大量供養人畫像中反映著敦煌社會歷史，諸如在晚唐、五代洞窟，無論何人開窟都要畫入當

時歸義軍節度使等像，即為一例。 

另外在敦煌遺書中有大量的修窟功德記、發願文、人物邈真贊[註 31]等都記載有部分洞窟

營建等一些基本史實。還有在大量的寺院及社會帳目文書中明確記錄各類工匠分工與級別並

有諸如支給工匠用料、食物等珍貴史料。又有一些文書中記有僧團、社人合資開窟，各自出

資出力分工等契約文書。家族開窟是莫高窟營建中一大特點，早到西魏第二八五窟的陰姓，

再到初唐第二二○「翟家窟」、第三三二「李家窟」，盛唐第一四八「李太賓窟」，中唐第

二三一「陰家窟」，晚唐第八十五「翟家窟」、第一三八「陰家窟」、第九「李家窟」、第

十二「索法律窟」、第一五六「張家窟」、第九十四「司徒窟」、第三六五「吳和尚窟」、

第一九六「何大法師窟」，五代宋時所建大量曹家窟，如有第九十八、一○○、五十五、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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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五六、四五四等大窟，還有更多的洞窟均與敦煌大姓李、張、曹、陰、翟、索有關。

佛教石窟成為家窟，不僅由本族出資開鑿，而且本家族又有出家入寺的僧尼專門負責進行日

常的管理等窟上活動，家廟性質十分明顯。 

以上這些充分表明敦煌石窟營建的社會性表現與人間化因素，洞窟營造活動本身也是很

好的宣傳佛教，進行佛教文化普及的手段，讓更多的人參與其中，家族開窟與社人結社開窟

即是這種性質，全家族全社會不論男女老幼皆參與佛教石窟營造活動。 

(六)關於「變相」 

要討論敦煌藝術、特別是敦煌壁畫藝術的社會性，就不能不對「變相」作一專論。[註 32] 

所謂「變相」（又稱「變」、「經變」），從歷史文獻看是古代人們對寺院等地壁畫或

圖畫的俗稱。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宋）袁倩〈維摩詰變相圖〉、（晉）張墨

〈維摩詰變相圖〉一卷、（梁）張儒童〈寶積變相圖〉一卷、隋‧董伯仁〈彌勒變相圖〉一

卷、（隋）楊契丹〈雜物變相〉二卷、（隋）展子虔〈法華變相〉一卷」。另外在唐‧張彥

遠《歷代名畫記》記兩京外州寺觀壁畫與唐‧段成式《寺塔記》記長安寺院壁畫，均為「變

相」、「變」、「經變」，事例不勝枚舉。其他歷史文獻也多見以「變」、「變相」、「經

變」記錄寺觀壁畫。在敦煌卷子中也有如此描述洞窟壁畫，如 S.2113 乾寧三年（八九六）〈唐

沙州龍興寺上座沙門俗姓馬氏香號德勝宕泉創修功德記〉中記有「（馬德勝）遂捨房資，於

北大像南邊創造新龕一所，內素（塑）釋迦如來並侍從，四壁繪諸經變相，門兩頰畫神兩軀，

窟檐頂畫千佛，北壁千手千眼菩薩。……」該「四壁繪諸經變相」，根據前室經變畫及敦煌

窟內繪畫之特點，應屬經變畫無疑。因此敦煌石窟中所繪均應稱為諸如：彌勒、法華、華嚴、

報恩、維摩詰、勞度叉鬥聖……變相。 

敦煌石窟變相，同其他寺院變相一樣，均是由佛教經文「變」作圖畫而來，故名變相、

經變畫。其目的是讓更多的人瞭解並接受佛教經義，採取一種通俗易懂的大眾化方式來宣講。

特別是敦煌壁畫中的變相、經變畫，均有榜題註解，達到「圖文合解」，更使本來深奧難懂

的經文通俗化、社會化、人間化，正如有文獻記載的那樣，使「初學感昧者」，「使愚智齊

曉，識信牢強」[註 33]，又使「觀者信，聽者悟」[註 34]。敦煌石窟壁畫藝術正是通過這樣的

方式方法，使更多的人接受佛教。 

敦煌藏經洞發現有為數不少的十分珍貴的「變文」，變文與變相有很大的關係。變文一

般是圖文結合，可進行演唱，亦即俗講。敦煌變文包括佛經故事、民間故事與歷史故事，其

中的佛經故事，應與敦煌石窟壁畫藝術有關，如 P.4524〈降魔變文〉，卷子正面為降魔變圖

畫，背面為降魔變文。經考證，敦煌石窟中晚唐及其以後的〈勞度叉鬥聖變〉是依據〈降魔

變文〉繪製而成，其中莫高窟好多洞窟中〈勞度叉鬥聖變〉的榜題與〈降魔變文〉可資比較

[註 35]。其他敦煌變文諸如維摩詰講經文、佛說觀彌勒菩薩上生兜率天經講經文、父母恩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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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文等，壁畫中有同樣題材。我們雖不敢完全肯定這些變文與變相（壁畫）結合用作俗講，

但二者應有一定的關係，變文來源於變相。如果這樣，作為俗講的變文（或變相），面對的

是大眾庶民百姓，各階層人士，在客觀上是敦煌壁畫藝術大眾化、人間化、社會化的產物。 

敦煌佛教藝術社會性表現的討論，還應涉及與敦煌藝術密切相關的敦煌寺院、僧人的社

會化，敦煌文書中相關資料、寫經題記、中西文化交流、敦煌中古社會佛事活動的人文內涵

等諸多方面，以及諸如敦煌服飾、交通、民俗、科技等眾多研究領域，這是一個非常龐大而

複雜的課題，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因為歷史研究是還諸歷史本來面目，探求歷史現象之因

果關係。本文所限，僅為概要之論述，掛一漏萬，詳細仍待更深入和全面之研究。 

 

【註釋】 

[註 1] 史葦湘，〈敦煌佛教藝術在歷史上是反映現實的一種形式〉，載《敦煌研究》（一九八六年）第二期，

第一－十四頁。另見史葦湘，《敦煌歷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二○○三年）

第三九○－四一四頁。 

[註 2]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北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年）。 

[註 3] 在敦煌遺書中稱洞窟前室為「窟廠」，係敦煌當地俗稱。 

[註 4] 潘玉閃、馬世長，《莫高窟窟前殿堂遺址》（北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年）。 

[註 5] 彭金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北區石窟》第一卷（北京：文物出版社，二○○○年）。 

[註 6] 參見史葦湘，〈敦煌佛教藝術產生的歷史依據〉，載《敦煌研究》試刊第一期（一九八二年）第一二九

－一五一頁。另見史葦湘，《敦煌歷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二○○三年）第

四 一五－四五一頁。 

[註 7] 《資治通鑑》卷一一九。 

[註 8] 《魏書》卷四，《資治通鑑》卷一二三。 

[註 9] 賀世哲，〈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壁內容考釋〉，載《一九八七年敦煌石窟國際討論會文集‧石窟考

古編》（瀋陽：遼寧美術出版社，一九九○年）。 

[註 10] 《周書》卷十五。 

[註 11] 同 [註 7] ，卷一五六。 

[註 12] 《隋書‧于義傳》。 

[註 13] 梁尉英，〈觀經六緣變相釋說〉，載《敦煌研究》（一九九八年）第二期，第二十－二十八頁。 

[註 14] 寧可、郝春文，《敦煌的歷史與文化》（北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三年）。 

[註 15] 敦煌遺書 S.1438《書儀》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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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6] 同 [註 15] 。 

[註 17] 《遼史‧本紀》第十六、《聖宗紀》第七、《西夏紀》卷五。 

[註 18] 參見史葦湘，〈敦煌佛教藝術產生的歷史依據〉，載《敦煌研究》試刊第一期（一九八二年）。 

[註 19] 《高僧傳》卷一〈譯經〉上。 

[註 20] 同 [註 19] ，卷九〈神異〉上。 

[註 21] 同 [註 19] ，卷十一〈習禪〉。 

[註 22] 有關這個問題，請參見《段文傑敦煌藝術論文集》（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年）。 

[註 23] 參見拙稿〈S.P83、P.3998《金光明最勝王經變稿》初探〉，載《敦煌研究》（一九九八年）第四期，第

十九－二十八頁。 

[註 24] 姜伯勤，〈敦煌的「畫師」與「畫院」〉，《一九八三年全國敦煌學術討論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下（蘭

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另見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禮樂文明》（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一九九六年）第十三－三十一頁。 

[註 25] 胡素馨，〈敦煌的粉本與壁畫之間的關係〉，載《唐研究》第三卷（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

年）第四三七－四四三頁。 

[註 26] 段文傑，〈形象的歷史──談敦煌壁畫的歷史價值〉，載《敦煌學輯刊》第一集。另見《段文傑敦煌藝

術論文集》（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年）第一○八－一三四頁。 

[註 27] 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洞窟的營建年代〉，載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

（北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六年）第一九四－二三六頁。 

[註 28] 萬庚育，〈珍貴的歷史資料──莫高窟供養人畫像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北

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六年）第一七九－一九三頁。 

[註 29] 有關敦煌石窟營建，馬德先生有大量論文專論，在此不一一羅列，馬先生的研究成果最後集中於其專著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又請參見馬德，《敦煌工匠史料》（蘭

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30] 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六年）第一六一頁。 

[註 31] 鄭炳林，《敦煌碑銘贊輯釋》（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年）。 

[註 32] 對於變相的討論，參見楊公驥，〈變相、變文考論〉，《唐代民歌考釋與變文考論》（長春：吉林人民

出版社，一九六二年）。 

[註 33] 《全唐文》卷九○九。 

[註 34] 〈律師體公碑〉。 

[註 35] 李永寧、蔡偉堂，〈降魔變文與敦煌壁畫勞度叉鬥聖變〉，《一九八三年全國敦煌學術討論會文集》石

窟藝術編上（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年）第一六五－二三三頁。  


